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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    区域文化研讨热潮的涌动，是近年来中国学界

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向，它跟当前改革、开放的大形

势密切相关。市场经济的取向，冲破了大一统计划

经济的体制，为地区经济的自立发展打开了广阔的

空间，而调动、开发本地区的文化资源，使 “文化

力”转化为 “生产力”，以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

繁荣，便成了当务之急。“区域文化热”正是在这

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。它的强劲的势头和持续推进

的前景，由此得到保证，但不可避免地也会染上某

种急功近利的色彩，偏重实用而忽视理论总结，甚

至带来若一干一哄而起、杂凑成篇的不良学风，需加

警惕。

    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三吴地区，有着悠久

的文明开发历程，经济实力雄厚，人文资源富饶。

吴文化研究在我国各区域文化探讨中起步较早，发

展迅猛，成果丰硕，并非偶然。在当前形势下，用

好这一笔精神财富，推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和

文明建设，自有其重要的社会效益。但据我看来，

吴文化研究的意义尚不止于此。我在漫议吴文化历

史道路的一篇短文中曾经谈到:上古时期吴地稻作

生产的出现和推广，为中国古老而发达的农业文明

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;唐宋明清江南经济的繁

荣，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多种经营和市镇商品交换

盛行所形成的农商复合型社会结构，给古代传统的



近代变革率先作了准备;清末民初民族实业集团于

吴地崛起，是在原有农商文化之外，开辟了新型的

城市工商文明基地;而晚近乡镇企业遍地开花，

“苏南模式”闻名全国，则又在城乡工商与农商间

搭起桥梁，初步实现了农工商社会文明一体化。四

个台阶、四次飞跃，勾画出一条由古老的农业文明

向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生成的历史轨迹，其清晰的

印记和先驱的作用，是其他地区文化所难以比拟

的。据此，吴文化研究不纯然是区域性现象，它包

含着更广泛、更深刻的意蕴。

    吴文化与近现代海派文化的兴起，有着直接的

姻缘组合。上海本属吴文化区的边缘，开埠以来，

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化都市地位的确

立，逐渐孕生出自具特色的海派文化，其影响甚至

盖过了吴文化。但两者仍有血肉联系。不仅海派文

化内涵的人文气质和商业化导向均渊源于宋明以后

的吴文化传统，就是呈现于它身上的古今、中西、

雅俗几对矛盾相交织而构成的特异风貌，亦同吴文

化近世的演变如出一辙。所以，研究海派文化，少

不了吴文化这个参照系。然而两者又有差异。上海

由于开埠的作用，在短时间内，由弹丸小县城一跃

而为国际性大都会，市民取代乡民，城市压倒农

村，由此产生的海派文化，一开始便显现为都市商

业性文化，有着浓厚的市民情味和洋化色调。与之

不同，吴地社会虽与上海经济腾飞息息相关，毕竟

是容括广大农村与众多城镇在内的整个区域，其所

经历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只能是渐进的过渡，于是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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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出一种半土半洋、亦今亦古、俗胜于雅的城乡混

合型文化，这就是当下的吴文化。从更多地反映现

代工业文明业绩而言，海派文化自有其优长，而若

更追寻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推移、演化的踪迹，

后者也许更具有典型性。它们之间的共生与互补，

是文化研究上饶有兴味的课题。

    再拓开一层，吴文化的历史观照，甚至可以放

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把握，尤其对于东亚地区。

东亚各国在古代都曾立足于稳固的农业文明，进入

近代后，也都面临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考验，并经

过长期、反复的实践，先后走上适合自己国情的现

代化道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过程中，它们大多

避免了西方世界以往常用的以农村破产换取工业起

飞的办法，也不像拉丁美洲一些地区搞单一的种植

园经济，使农业彻底成为市场商业的附庸，相反，

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多种经营的农村生产格

局大体保存了下来，并逐步朝向新的技术水平和社

会化的生产规模跃进。事实证明，这样的传统农业

在经过适当改造之后，不仅可以适应商品经济的运

行，且能给现代化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

增长以有力的支持，显然这较优之于牺牲农业、片

面追求工业化的做法。这种以农业为基础、工农业

并举而相互促进的方针，必然会给现代文明建设带

来强大的后劲。东亚地区近期经济增幅高居世界前

列，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。不难看出，吴文化走过

的历程，正体现着东亚文明现代化的基本取向，而

它在当前形势下所作出和正在作出的种种新创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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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将大大丰富和加深东亚文明的新经验、新传统。

    老友高燮初先生历经风霜，不缤壮志，唯思老

有所为，集合桑梓同仁，争得社会各界支持，于无

锡堰桥镇办起以民俗文化展示为特色，集思想教

育、知识博览、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吴文化公园，深

得中外人士交口赞誉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又创立全国

第一所民间科研机构— 吴学研究所，发起、组织

有关研讨，出版论文集，编纂 《吴文化知识丛书)，

大力推进吴文化研究。数年坚持不懈，(丛书》已

出版第三辑，在保持、发挥前两辑一题一篇、丰富

多采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特长的同时，另增加各

类审美化形态的考察，使吴地社会生活与民情风俗

的写照更为全面。整套 (丛书》五十种问世，不舍

是一部吴文化专业的百科全书。这种不辞辛劳、不

图近利、扎扎实实从事基本建设的学风，正是眼下

区域文化讨论热潮中应加以肯定和发扬的。燮初先

生作为弘扬和开发吴文化的功臣，当之无愧，其以

创业者身份而热心于传播学术，尤属难能。谬承厚

爱，嘱为之序，敢不从命，略陈鄙见如上，以为吴

文化研究之鼓吹云尔。

      陈伯海

  一九九六年十月

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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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尚武任侠到重文救礼

    从尚武任侠到重文敦礼，是吴地民风演变中的

一个突出特征。中古以前，吴地受地理环境、生产

条件、经济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

约，“轻死易发”、“好相攻击”蔚成风气，形成了吴

地民风的显著特色。自六朝至宋代，吴地社会环境

相对安定，北人南下带来了先进文化，社会经济获

得了迅速发展，外来佛教广泛传播，逐渐改变了吴

地的社会结构，涵化了吴人固有的性格，使尚武风

气逐渐向崇文方面转化。及至明清时期，社会经济

进一步发展，统治阶级又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，吴

地崇文敦礼之风日盛。文物衣冠，蔚为东南之望，英

才辈出，遂成人文渊蔽，流风所及，以至于今，久

盛不衰。

(一)“轻死易发、好相攻击”的古风

    吴地尚武之风由来已久，早在春秋时期，“轻死

易发”、“好相攻击”，即已成为早期吴地民风的一大

特色。其后历经战国、秦汉、三国、两晋，千余年

间一直保持着。

    吴人尚武，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好剑轻死。根

据历史记载，吴越的宝剑为了精良，“肉试则断牛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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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试则戮盘};，其他地方造不出这样好的剑来，故

以工艺精湛、锋芒锐利而称誉天下。如唐代诗人李

娇写的《宝剑诗》，就是专门赞颂吴越剑师精湛技艺

的。吴国宝剑备受青睐，固然与铸剑材料之美和制

造技艺之精有关，如吴王阖间时，干将、莫邪作

“雌雄剑”，“采五山之铁精，六合之金英”，使童男

童女300人鼓铸，数月乃成;但作为一种力量的象

征，与吴人轻悍好勇的尚武风气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《吕氏春秋》载，吴王阖间时，“试其民于五湖，剑

皆加于肩，地流血几不可止”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:

“吴越之君皆好勇，故其民至今好用剑，轻死易发。”

可见上至统治者，下至庶民百姓，皆有尚武好剑之

风。

    从具体情况来看，吴国统治者皆有随身佩剑的

嗜好。如出土的 “攻敌王元剑”、“攻敌王光剑”、

“攻敌王夫差剑”等，许多都是吴国君臣的佩剑。他

们不仅生前佩剑，即便死后也往往用剑来陪葬。《越

绝书》载，阖间家内有扁诸之剑3000，方圆之口

3000。陪葬之剑成千上万，足以说明吴国宝剑之多

和尚武好剑的风尚。至于吴国军队，也同样以剑作

为主要武器。《吴越春秋》记载，孙武善为兵法，初

见吴王，小试于后宫之女，令阖间宠姬2人为军队

长，其300宫女 “皆披甲兜黎，操剑盾”。吴王夫差

与晋、鲁等国会盟于黄池(今河南封丘西南)时，吴

军 “皆文犀长盾，扁诸之剑，方阵而行”。可见吴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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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队用来进攻的武器主要就是剑。

    由于吴国尚武好剑，吴人生死等同儿戏，无论

沙场格杀、恩怨角斗，还是朝廷刑罚，就如日本武

士以剖腹结束生命，吴地以剑自刻之风相当盛行。吴

王阖间时，勇士要离刺杀庆忌，然后“自断手足，伏

剑而死”。伍员进谏夫差，夫差难以容忍，遂赐给他

属镂之剑令其自杀。一次越军进攻吴国，吴军在战

斗中失败，夫差听到消息后很不高兴，结果有7人

自到于幕下。以至后来夫差亡国败逃，最后也 “伏

剑自杀”。这种好剑轻死的风气，其实恰是民风尚武

精神的体现。

    吴人尚武的另一表现形式，是多有兵将果雄和

豪侠之士。吴人轻死易发，视死如归，向有 “侠义

轻生”之称，加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，唯武是则，便

必然会造就一批悲歌慷慨的伏节死难之士。以至到

东汉时，民间仍流传着 “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创

瘫”的说法。如 《吴越春秋》所载勇士专诸，“将就

敌，其怒有万人之气，甚不可当”，应伍子青推荐，

发动宫廷政变，刺杀吴王僚，为阖间自立为王立下

了汗马功劳。又如要离，应吴王阖间之召，自残一

臂，焚妻于市，潜入军中，终刺 “万人莫当”的主

帅庆忌于江中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专诸、要离在人们

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成为后人尊崇的偶像。如东

汉隐士梁鸿卒，不愿归乡里，大家皋伯通将他葬于

要离墓旁，咸曰:“要离烈士，而伯莺清高，可令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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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。”而专诸之墓，后人常修，并为起庙，至今苏州

仍有 “专诸巷”。此外，由于吴人尚武善战，在长期

的战争过程中，也造就了不少的著名战将。如艾陵

之战中扬名齐鲁的名将青门巢、在黄池之会中势慑

晋侯的王孙骆等等，都是当时著名的战将。也正由

于吴地尚武之风盛极一时，才使吴国一度强大，雄

跨春秋五霸之一的宝座。

    吴地之所以会形成 “轻悍”“好勇”、富于冒险

的尚武风气，既与其地理环境、生产条件、经济状

况和文化背景等有着直接的关系，同时也是吴人世

世代代长期与大自然搏击的结果。

    在上古时期，吴地气候炎热潮湿，大部分地区

为原始森林所覆盖。林莽茂密，沼泽遍地，毒蛇猛

兽，所在多有，大都不适于人类生息。部分地区虽

然已经有了农业，但限于人们改造自然、征服自然

的能力较差，生产方式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粗耕阶段，

人们的经济生活还相当原始，甚至有不少地区，人

们还过着更加原始的渔猎采集生活，因而吴地的经

济生产和社会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状态。《吴越春秋》

载吴王阖间时的情况说:“吾国僻远，险阻润湿;又

有江海之害，君无守御，民无所依，仓库不设，田

畴不垦”，这说明在春秋晚期，这里还是相当落后。

即便在历经数百年之后的汉代，这种状况也依然如

故。班固在 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描述江南的情况即

说:“江南地广，或火耕水褥。民食鱼稻，以鱼猎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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伐为业，果丽赢蛤，食物常足。故普命偷生，而无

积聚，饮食还给，不受冻饿，亦亡千金之家。”“火

耕水褥”“鱼猎山伐”的落后生产方式，使江南人民

长期停滞在“不受冻饿”、“而无积聚”的生活水平，

这表明人们必须付出无数的艰辛，与大自然进行长

期的搏击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而正是因为这样，使

吴人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，铸就了令其自豪的善于

进取、富于冒险的牺牲精神。

    在腥风血雨、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，吴人不仅

要与天斗，与地斗，而更重要的还是要与人斗，要

靠强大的群体力量不断战胜外邦的侵扰。而在当时

经济极为落后的前提条件下，吴人只能以军事立国。

吴王阖间在登上王位后，即曾询问帮他夺得王位的

谋臣伍子肯:“安君治民，其术奈何?”伍子青答曰:

“凡欲安君治民、兴霸成王，从近制远者，必先立城

郭，设守备，实仓察，治兵库。”这说明要达到“安

君治民”的目的，其基本国策就是军事。伍子青时

所造阖间大城，城周47里，有陆门8座，水门O座，

在大城之内又筑小城，其目的就在于适应争霸战争

的需要。如间门位于城之西面，又称破楚门，表明

首先要西破强楚，将楚的属国占为己有。蛇门和盘

门则象征着要征服越国，使越国朝吴。齐门则北对

齐国，意在制服齐国等等，皆蕴含着吴国争霸取胜

的欲望和目的。又如吴王听取伍子青的建议，令来

  自齐国的名将孙武负责“选练士，习战斗”，传之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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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、射、战、御等战术技巧，同时命令大造战船、大

造刀剑，其目的都在于图强战胜。

    与此同时，吴地经济的落后，还为原始时代氏

族制度的某些残余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，使浓厚

的血族复仇观念长期存在。恩格斯曾经指出:“劳动

愈不发展，劳动产品的数量、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，

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”，

“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、保护，特别是在受到外族

人伤害时，要帮助复仇”，因而在氏族的血缘关系中

便产生了“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”①。根据文

献记载，吴人在春秋时期即存在着相当浓重的血族

复仇观念。如《吴越春秋》记载伍子青的话说:“父

母之仇，不与戴天履地;兄弟之仇，不与同域接壤;

朋友之仇，不与邻乡共里。”也正因为这样，吴国和

楚、越之间的战争便往往带有血族复仇的特征。

    《吕氏春秋·察微》曾记载吴楚两国鸡父之战的

原由说:一开始吴楚之女各采桑于其国边邑，吴女

与楚女开玩笑，伤了楚女。楚边邑卑梁人责让吴人，

吴人不礼貌，被楚人所杀。于是吴人怒而报复，杀

其楚人全家，而卑梁人举兵反攻，老弱尽杀之。吴

王夷昧闻之大怒，遣使发兵侵楚边邑，克平战胜而

后去之。接着，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，大

败楚人，获楚帅潘子臣、小帷子、陈夏忽，并攻楚

    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2
页，第8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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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都}}.得楚平王夫人以归。可见这次战争的缘起，

与血族复仇密切相关。在其战争中，每个社会成员

都把奋勇杀敌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

    《左传》中记载吴越携李之战的情形也同样如

此:始吴伐越，越王句践率军防御，双方对峙于携

李 (今嘉兴附近)，吴王阖间负伤而死。夫差即王位

后，使人常立于王庭，每当其出入时，辄曰:“夫差，

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?”夫差则答日:“唯，不敢忘!”

三年，乃出兵报复越国，在夫椒 (今太湖附近)大

败越军，灭越以为属国，以报携李之仇。

    原始氏族制度的遗存，不仅使吴人的血族复仇

观念长期存在，而且还使之把随意发动掠夺战争作

为补充财富的正当手段。春秋时期，吴地经济相当

落后，物质财富非常匾乏，这与中原地区的文明富

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也使吴国统治阶级堪羡之余

而垂涎日甚。如 《吴越春秋》载吴王寿梦观鲁国礼

乐之后的感触说:“孤在夷蛮，徒以椎髻为俗，岂有

斯之服哉?”也正从这时开始，吴国“始通中国，而

与诸侯为敌”，把掠夺战争的矛头指向中原。正如恩

格斯所说:“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

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。以前进行战争，只是

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，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

够的领土;现在进行战争，则纯粹是为了掠夺，战



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。”①在春秋时期，吴国和楚、越

二国的战争连年不断，并倾国之精兵，逾长江，入

淮、洒，趋沂水，大会晋、鲁等诸侯于黄池，争做

霸主，其目的都是为了掠夺。也正因为长期从事血

族复仇和对外掠夺的战争，使吴人自然而然地养成

了尚武好战的风气。

    狂热的血族复仇观念和野蛮的掠夺习惯在吴人

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虽然吴国在黄池之会后

不足十年便被越国灭掉，流星般地消逝在历史的长

河，但是吴地尚武好勇的社会风气，并没有随之而

消亡。战国以后，吴地虽然历尽沧桑，政治背景也

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数百年来不断沉积、凝

聚、造就的心理素质却依然如故，其好战尚武的精

神如同存在于社会风气中的遗传基因，被一代一代

地沿袭下来。

    秦朝末年，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，爆发了中国

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项梁、项羽叔侄

在会稽 (今苏州)举吴中兵，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

8000人，遥相呼应，北上击秦，连战获胜，所向披

靡。及项梁战死后，项羽率军破釜沉舟，与秦主力

章邯军决战巨鹿，“战士无不以一当十”，从而一举

击败秦军，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。其后8年

间，项羽又以这支军队为骨干，“身七十余战，所挡

页。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)))} 4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1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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